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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了个人属性模型、强关系模型和强关系扩展模型，分析了社会关系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普遍较高，平均值为 7.22（1-10 的评价区间）。在控制了收
入和健康状况这两大要因之后，与配偶一同居住、独身但与子女居住、有配偶并与子女居住，以及拥
有较多的子女、有孙子等状态，能够较大幅度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尤其是与配偶居住以及与配
偶和子女居住这两种状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超过了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的影响。尽管
时代变迁，但“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等传统观念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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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Relationship Model, has examined the impa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 on subjective well-
being of the elderly. On a scale from 1 to 10, the average poi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7.22. 
We have found out that strong relationship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even after health and income were controlled. Among the variables, we have recognized 
that marital relationship and co-residence with adult-children have greater impact that income 
and health, having grandchildren also raise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Traditional 
notions such as “more sons, more happiness”, and “four generations under one roof” still strongly 
influence the elderly’s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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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达到了1.38亿，占总人口的10.06%①。预计到2030年，
该比例将超过 14%，2040 年预计将超过 20%②。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央政府提出“五个
老有”，并围绕老年人生活质量以及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战略。我国关于幸
福感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其研究对象主要为大、中学生，老年人以及教师。近年
来，少子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国内学者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问题的广泛关注，并积
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关于主观幸福度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成果
1. 幸福研究概述
与 20 世纪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幸福论不同，近现代关于幸福的研究是在多学科的基
础上展开的。西方学者对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伊斯特林在 1974 年提出
其著名的幸福悖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感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
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并不
意味着幸福感的提高”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关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SWB）的研究也吸引了更多学科的关注。研究围绕不同人群展开，在幸福感的理论
建构、影响因素、测量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就
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及幸福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以期制定更加符合民生的政策。不丹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国民总幸福”（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概念，用以代替长
久以来衡量经济成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提高 GNH 设定为国家政策目标，并
于 2005 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幸福度调查。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则从 2004 年开始，
历经 8 年，跨越经济领域，将健康、教育水平、能力、工作、居住环境、安全、社会支持以
及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纳入主观幸福感研究，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涵盖主客观变量的综合考量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度国家数据 [EB/OL].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②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EB/OL]. 
http://esa.un.org/unpd/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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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2012）。2011 年 12 月，日本推出了《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试行方案）》①，并
于 2013 年出版《现在的幸福感与将来的希望——幸福度指标的政策活用》，分析了幸福度
指标的调查结果和政策启示。日本的方案将人群分为儿童与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三大类
别，并对每个类别人群的“经济社会现状”“身心健康状态”，以及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
关系”等 3 个侧面共 60 个项目进行评价。日本的试行方案得出了家庭关系越紧密，整个国
家的主观幸福感越高的结论，并且论证了家庭关系对于个人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2. 社会关系与主观幸福感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两种。强关系是
指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即交往的人群所从事的工作、掌握的信息都是趋同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密，在关系的维系中有很强的情感因素；而弱关系的特点是个人的社会网
络异质性较强（即交往面很广，交往对象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可以获得的信息也是多方面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也没有太多的感情维系。无论怎样划分，在幸福感研究中，社
会关系都被许多学者看作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之一。社会关系中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
友关系等，被许多研究证明与幸福感存在关联性，拥有朋友、伙伴、亲戚，以及成为某个团
体的组成部分，都有益于一个人的幸福（弗雷等，2006）。Baumeister 等（1995）也曾指出，
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各项要素当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3. 老年人的幸福感及其社会关系
2002 年，《联合国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政治宣言》明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理念，
倡导制定更加有效的老龄政策，从保障、健康和参与方面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
积极面对老年生活，最终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和框架对世界各地的
老龄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成为很多国家制定老龄政策的重要初衷。
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诸多要素中，经济状况与健康水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影响要素，而
在社会要素中，社会关系最为重要。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强关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
容忽视。强关系一般由姻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组成。日本人口学学者阿藤诚（2004）在其著作《现
代人口学》中指出，人类社会中家庭的形态随着民族以及时代的不同而不断演变，因此，要
做出关于“家庭”的统一定义极为困难。这种认识目前已被普遍接受。与其他人际关系不同
的是，家人对于老年人而言在生物学和法律制度上均是极为强力的纽带，它将家庭作为一个
团体联结起来，对老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长期、强大的影响力（直井道子，1990）。
尤其是作为人生伴侣的配偶，其存在与否对老年人的生活有着巨大影响。在中国，由于“孩
子要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孩子必须赡养父母”等传统观念一直以来根深蒂固，“四世同堂”
这样的家庭结构历来成为衡量老年人是否幸福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
主观幸福感。
亲戚关系的紧密性以及情感交流程度虽然没有家庭关系高，其联结纽带也不如家庭关系
强（Kahn et al.，1980）；但是对老年人而言，亲戚关系与家庭关系一样存在着生物学和法律
①[日]内阁府．幸福度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案）[EB/OL]．http://www5.cao.go.jp/keizai2/koufukudo/shiryou/4shiryou/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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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的半永久性约束力（Litwak et al.，1969），尤其是兄弟姐妹这种伴随人从幼年期到老年
期的漫长人生过程中的亲戚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强关系。朋友关系虽然具有选择性、同质
性和平等性，但在关系的亲密度上远不如血缘、姻缘关系（富樫，2007）。尽管如此，还是有
美国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比起亲戚关系，良好的朋友关系更能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结论
（Adams，1967）。
（二）国内研究成果
1. 关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我国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是基于西方的理论研究成果展开
实证分析，致力于寻找和验证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一般
会涉及社会人口学特征、财富、人格、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等（黄立清等，2005）。在已有
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将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其中，客观因素
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经济状况、文化、健康状况、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主观因素则主要
包括人格、应对方式和自尊（肖少北等，2010）。客观因素当中的社会关系变量对于幸福的
增进，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特别是在个体遭受应激性的生活事件时，
由社会关系提供的社会支持往往会起到保护个体的作用（方纲，2011）。国内学者叶志荣
等（1997）认为，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是应激反应的缓冲剂，对个体健康具有保护作用。辛
自强等（2001）则进一步指出：在遇到烦恼时能得到朋友、邻里、配偶的支持，并主动参与
团体活动的个体，会更经常地体验到快乐感；反之，则会产生较多的负性情绪。
2. 关于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2006 年中国城乡老年人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 54.26
岁，农村老年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均年龄为 63.07 岁；其中，城市与农村再就业或者继
续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年人各不超过 5.19% 和 4.82%（郭平等，2009）。可见，绝大部分老年
人在退休后就离开了工作时期的人际关系圈，与他人和社会的联系大大减少，以家人为主的
强关系此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
目前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人格、
应对方式、健康状况、家庭生活、社会支持、控制源倾向、经济状况、社会参与等（胡军生等，
2005；李幼穗等，2008；章燕敏，2011）。幸福感与身心健康状况高度相关，尤其是对于老
年人而言，健康状况是预示他们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影响 85 岁以上老年人幸福感的
诸多因素中，只有健康状况影响显著（Bowling，1991）。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
方面，二者相互影响。徐慧兰（1994）通过研究发现，自卑感、抑郁感、孤独感和情绪不稳定，
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强关系对其
主观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他们认为，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好，亲
密朋友多，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存在着积极作用（高红英等，2008；狄文婧等，2009）。
李建新（2007）利用 2002 年“中国老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数据，采用SOR（Stereotype Ordered Regression）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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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了配偶及子女作为家庭核心成员，老年人获得他们的照顾会觉得最为安心和幸福的结论。
Chyi 等（2012）利用 200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
据进行分析，认为与子女同住会降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是，同与配偶同住相比，与孙
辈同住则会明显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另有研究表明，朋友以及良好的邻里关系有助于提高老
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刘仁刚等，1999）。
在城乡对比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等
方面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老年人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可能也存在城乡差异。虽然有研究指
出，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无显著差异（邬俊福，2010）；但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城
市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农村（梁渊等，2004）。有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自我照料程
度和子女数显著影响城市老年人幸福感，并认为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
为显著（卫龙宝等，2008）。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首先，我国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养老机构老年人或者公寓老年人（赵建华等，
2005）、女性老年人（李德明等，2007）、贫困老年人（张静平等，2008）、丧偶老年人（狄
文婧等，2009）、离退休老年人（宋宝安等，2011），以研究具有同一特征的弱势老年群体
居多。实际上，就目前而言，入住机构的老年人其比例在老年人口当中总体而言是比较低的，
世界平均水平在 5% 左右，而我国的老年人机构入住率则仅有 1%（顾大男等，2006）。同时，
针对女性老年人、贫困老年人、丧偶老年人和离退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展开研究固然重要，
但目前毕竟还缺乏普遍性。
其次，缺乏以主观幸福感为研究主题的面向占老年人口绝大多数的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口
的调查研究。我国到目前为止实施的 3 次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虽然涉及了老年人是否
幸福的问题，但是作为摸底调查，其涉及的内容较广，对于幸福感提问的答案设置也相对较
为含糊。此外，目前针对城市不同社区、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老年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少。
再次，实证分析流于形式。目前的调查较为分散且大多各自为营，相关研究对老年人主
观幸福感诸多影响因素的分析，基本停留在“有”“无”或“是”“否”等简单效果判断上，
缺乏建立在对老年人实际生活状态进行观察分析基础上的对变量的细分和设定。例如，在影
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关系要素中，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变量对于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目前学界尚没有对此得出比较确定的结论。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仍停留于应用国外的幸福感量表来测量，其中以纽芬兰纪念大学量
表（MUNSH）的应用最为广泛。在运用 MUNSH 的过程中，主要结合其他量表一起进行测量，
包括一般的幸福感调查问卷、情感量表、费城老年中心（PGC）信心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
（LSIA）等，缺乏本土量表的建构。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于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心理学、医学领域，主要以
量表为研究工具，较少针对不同社区、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老年人进行探讨，其分析维度也
较为单一。本文采用基于 OECD 幸福调查并结合我国老年人实际状况而设计的调查问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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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研究，着力于对社会关系中的强关系类型做进一步区分，在将健康状况与收入作为控制变
量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手段明确各种强关系类型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
三、研究假设和数据来源
根据理论综述，本文将家庭这层关系中涉及的角色限定在夫妻及其直系血亲（包括子辈
和孙辈）上，而家庭关系以外的亲戚则限定在兄弟姐妹这一人群。家人及兄弟姐妹之外，我
们将朋友关系纳入强关系的考察范畴。研究主要基于如下四个假设：①有子女及 / 或孙辈的
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较高；②与配偶以及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较高；③兄弟
姐妹越多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越高；④朋友越多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养老消费与养老产业发展研究”的前期研究
成果。该研究对厦门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了抽样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涉及了老年人的主
观幸福感及其八个主要维度。在考察个人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变量的基础上，聚焦
于老年人的家庭关系、亲戚关系以及朋友关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之所以将调查地点选
定在厦门市，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因素：厦门市作为我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其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多年在“中国幸福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被称为中国“最适合养老的城市”；从
人均 GDP 来看，厦门市在全国的排位并不靠前，2011 年仅位居第 38。从上述两个城市排名来
看，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必定还有其他决定性因素影响着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调查时间
为 2011 年 7月至 10月，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从厦门市 6个区中抽取 3个区，再从 3个区的
107 个居委会和村委会中，按照实际性别比，以 6:1 的比例抽取 789 位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对其进行问卷调查。考虑到研究伦理，在调查时均向老年人说明了“该调查不记名，调查数据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法》的规定，保护个人信息，调查数据只用于统计分析，个人
信息绝不泄露”等内容，并征得了老年人同意。
四、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要素分析
主观幸福感个人特征方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月收入、健康
状况自评以及居住面积，而社会关系方面的变量则包括：配偶关系、居住安排、子孙数量（通
过子孙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考察代际关系）、亲属关系（以兄弟姐妹关系为代
表），以及朋友关系等。
（一）厦门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
主观幸福感主要反映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幸福，是个人对于幸福的主观综合判断。
本文采用主观幸福感来测量老年人的幸福体验，
答案由 1到 10进行区分，1为最低，10为最高。
厦门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值为
7.22，属于“比较幸福”。其中城市老年人的平
均值为 7.39，农村老年人为 6.86。城市老年人的
主观幸福感平均而言是“比较幸福”，而农村老
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则为“普通”。从众数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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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年人大多数选择了“9”，而农村老年人则大多选择了“7”；从标准差来看，与城市
的分析结果相比，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分布更为离散（见表 1）。
（二）个人属性特征与主观幸福感
在调查样本中，男性占 52%，女性占 48%；在年龄构成上，平均为 69.4 岁，其中 60-69 岁
的最多，占 55.3%；从教育水平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5，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
的仅有 8.1%，初中毕业的则高达 46%；从健康自评看，58.1% 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
为“比较好”或“好”，26.4%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为“普通”；老年人的平均月收入
为1894.3元；仅9.3%的老年人在退
休之后继续参加工作；老年人家庭
的平均住宅面积为107.4 m2 。
由表 2 可知：性别与主观幸福
感之间的分布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居住地（城市抑或农村）、教育水平、
月收入、健康状况，以及住宅面积
等变量，则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显示
了显著的分布上的差异，是否在职
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较弱并且
是逆向的。也就是说，相比农村老
年人而言，城市老年人觉得更幸福；
月收入越高、健康自评越好、学历
越高的老年人越觉得幸福，并且其
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更为集中。另外，
住宅面积较大的老年人以及退休后
不再工作的老年人觉得更幸福。
（三）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
1. 婚姻关系
被调查老年人中，无配偶的比
例超过了 20%。有配偶老年人的平
均主观幸福感为 7.37，无配偶老年
人的平均主观幸福感为 6.69。有无
配偶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离散分析
显示，有配偶者更为幸福，并且该
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见表 3）。
2. 代际关系
被调查老年人平均拥有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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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人、孙辈 2.38 人。子女数的
增加能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并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没有
子女的老年人其平均主观幸福感
为 5.44，而拥有 4 个及以上子女
的老年人其平均主观幸福感则达到
7.38。孙辈的人数与老年人的主观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显示了类似的
分布趋势，不过其在统计上并不具
有显著性（见表 3）。
3. 居住安排
被调查老年人的平均家庭规
模为 3.63 人。空巢（包括独居和
夫妇共同居住）老年人家庭分别
占 8.6% 和 30%，与孩子共同居住的
老年人家庭超过 61.3%。居住安排
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离散分析显
示，无论是否与子女居住，没有配
偶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都比有配
偶者低，尤其是独居老年人的主观
幸福感最低，其平均值为 6.18%。
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
平均值最高，为 7.41%，超过有配
偶并且与子女同住老年人的平均值
7.34%（见表 4）。
4. 亲戚与朋友情况
被调查老年人平均每人有 2.9
个兄弟姐妹，而拥有 4个及以上兄
弟姐妹的老年人则超过半数。兄弟
姐妹人数的增加与老年人主观幸福
感之间呈现出“U”形变动关系，并
且具有统计显著性。在朋友关系方
面，认为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
有朋友能提供帮助的老年人占25%。
随着朋友人数的增加，老年人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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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的平均值在6.91%-7.40%之间小幅波动，其数据分布并没有体现统计上的显著性（见表5）。
五、人际关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多变量分析明确亲密的人际关系对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最终建立了个人属性模型、强关系模型和强关系扩展模型等三个回归模型。
被解释变量为主观幸福感，是从 1 到 10 的连续变量。在解释变量之中，性别、居住地和是
否在职为 0，1 变量，年龄、年龄乘方、受教育年数、收入的自然对数、健康状况以及住宅
面积都是连续变量。
（一）个人属性特征模型
该模型之所以没有放入人际关系变量，其目的在于考察个人属性特征变量对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模型的解释力仅为 12.2%。除了居住地之外，其余的变量均在不同程度
上体现了统计显著性。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年人觉得更幸福，年龄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
的关系呈现出与欧盟国家相同的“U”形变动结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幸福感在退休
之后先增加，在一定年龄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受教育年限越长，老年人的幸福感越高，
但这只是在 0.1 的水平上体现了弱的正相关。收入的自然对数以及健康状况分别与老年人的
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是 0.129 和 0.266。退休后不再工作的老年人比还
在工作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这只是在 0.1 的水平上体现了弱的负相关。而住宅面
积在 0.01 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其相关系数为 0.096，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
正向影响。
（二）强关系模型
在第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婚姻关系变量和代际关系变量，建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强关
系模型。较之个人属性模型，该模型的解释力提高了 4.3%。个人变量的回归结果与个人属
性模型的结果一致。家庭关系的 5 个变量全部体现了统计显著性，即在居住安排的三个变
量当中，相比独居老年人，有配偶且与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要高出 31.6%，
有配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出 25.4%，丧偶但是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高出
16.5%，居住安排的三个变量均在 0.001 的水平上与主观幸福感强烈正相关；在代际关系的
两个变量当中，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提高 10.3%，而有孙子的老年人
其主观幸福感比没有孙子的老年人高出 10.6%，这两个变量分别在 0.05 和 0.01 的水平上具
有统计显著性。值得指出的是，在婚姻关系里，有配偶且与子女居住的状态，对于老年人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收入水平和健康状况，仅与配偶居住的状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力也高于收入水平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三）强关系扩展模型
将亲戚关系和朋友关系的两个变量投入模型，建立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强关系扩展模
型。兄弟姐妹人数的增加以及有在困难时能得到朋友的帮助，这两种状态并没有明显提高老
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整个模型的解释力为 16.7%，比家庭关系模型仅仅提高了 0.2%，其回归
系数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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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小二乘法进行的多元线性
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在
人际关系方面，本文通过对老年人
社会关系中的强关系进行详细分类
和分析，得到了与已有研究不完全
相同的结果。在控制收入、健康状
况等个人属性变量的基础上，居住
安排中的与配偶一同居住、独身但
是与子女居住、有配偶并且与子女
居住这三种状态，以及拥有较多的
子女、有孙子这两种状态，都能够
较大幅度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
感。非常重要的是，与配偶同住以
及与配偶和子女同住这两种状态对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效
果，甚至超过了收入水平与健康状
况。②兄弟姐妹人数的增加，使老
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呈现出升高的趋
势，但其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性。③朋友关系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较之以上要
素而言是最微弱的。
六、结论和讨论
本文的结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度收敛的强关系（主要指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是影响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主要因素，其正向影响效果甚至超过了收入与健康状况。
其次，与所有的已有研究结果一样，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状况的改善能够提高老年人
的主观幸福感。现今，老年人尤其是城市老年人已具备了一定的购买力，甚至可以说经济比
较宽裕①。不过，与日本老年人视工作为一种生存价值不同的是，中国老年人通常更乐于退
休后含饴弄孙，享受举家团圆的悠闲生活。正因为如此，就社会关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展开研究也更有意义。
再次，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重大，拥有较多的子孙并与其同住，能
有效地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中国，较多的子孙、类似于“四世同堂”这样的家庭结
构，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仍有着很强的影响。夫妻团圆、子孙满堂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
感而言非常重要。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少年夫妻老来伴”“养儿防老”等观念，孩子
对于老年人而言不仅是精神上而且是经济上的依靠。从数据分布来看，有 2 个孩子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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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主观幸福感不是最高的，但是其幸福感的离散程度是最小的。
对兄弟姐妹这样的亲戚关系的假设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对于老年人而言，兄弟姐妹再
多也各有自己的家庭，相互间的交流沟通相对较少，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对也没那么大。
另外，对朋友关系的假设也没有得到实证支持，不过这恰恰证实了弗朗西斯·福山（2001）
所提到的：中国是一个“低信赖的社会”。在中国，国家和家庭之间缺乏自立活跃的中间组
织。中国人的信赖关系直到今天仍以家庭、亲缘为最强纽带，其中血缘关系更是超越一切。
通常中国人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者对于体制、制度，都是不太信任的。
最后，本文的缺憾之一是没能将老年人与子女交流的频率，以及近邻关系等方面纳入研
究中，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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